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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企圖探索媒體報導氣象預報「失準」爭議中的非科學

家與科學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之觀點，以 2009 年八八風

災為個案，採用報紙的報導進行質性分析。研究發現，媒體報

導將「失準」爭議中的行動者二分為包括決策者與民眾的非科

學家，以及包括氣象局與相關科學學者的科學專家，呈現雙方

對氣象科學的不確定性與氣象科學家的公共角色之認知差距。

媒體的呈現方式一方面突顯氣象預報傳播的問題所在，另一方

面也同時建構了讀者對氣象科學、氣象科學家與非科學家的認

知，這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媒體在氣象預報傳播中扮演的角

色，其對自身的期許及讀者（包括前述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

對媒體報導的期待。 

 

 

 

 

 

 

 

 

 

關鍵詞： 八八風災（莫拉克風災）、不確定性、公共專家、科

學專家、氣象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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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個人到政府，科學知識已成為下決策時的重要參考點（Braun & 

Kropp, 2010），氣象預報深深影響民眾每日生活決策與政府制定政策

（Sarewitz & Pielke, 1999）。2013 年 6 月初，全球氣候異常，歐洲多國

發生嚴重水患，德國東部與南部更因暴雨引發「世紀水災」。台灣夏、

秋之際常有颱風，隨颱風而來的降雨經常成為災難主因。這些現象提高

了政策制定者與民眾等氣象預報使用者對氣象預報準確性的需求，冀以

透過「準確」預報降低水災造成的各種損失。 

然而，每每在嚴重的降雨或颱風過後，媒體報導即出現預報「失

準」的爭議。例如 1952 年貝絲颱風、1963 年葛樂禮颱風以及 1983 年

愛倫颱風發生後，台灣都出現氣象局被指責預報「失準」的新聞報導。

報導內容著重於民眾或政策制定者指責氣象預報與之後發生的實際狀況

不符，沒有在第一次預報就提供實際發生時的數據，使預報數據與實際

情況產生落差，以致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失效，民眾也無法有足夠時間撤

離。 

這種預報「失準」爭議的報導模式，是氣象預報透過媒體傳遞給政

策制定者與民眾等非氣象專家，災難發生後，政策制定者與民眾的抱怨

再透過媒體傳達出來，咎責氣象科學家因預報不夠準確以致造成災難，

相關科學專家則提出解釋、反駁指責。於是，預報「失準」的爭議，透

過媒體做為中介，呈現出經過選擇引用的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對氣象科

學與科學家的認知落差。在這一來一往的爭議中，我們好奇的是，究竟

媒體所呈現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之間爭議的焦點為何？雙方之間無法

弭合的認知差距又是什麼？媒體的角色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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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觀察，逐漸發展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氣象科學作為一門

科學，存在科學的基本特性，在媒體的報導中，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

此特性是否產生認知上的不同？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之間對氣象科學家

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存在某些期待上的認知差距，而無法得到調和？媒體

如何呈現？為有效促進氣象科學的科學傳播，減少災難造成的損害，這

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為回答研究問題，理解上述問題所隱含的科學與社會之關係

（Daipha, 2012），本文以 2009 年的八八風災為個案，以新聞報導內容

為素材，分析政策制定者及民眾咎責氣象預報「失準」，與科學專家反

駁咎責「失準」之爭議，來理解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氣

象預報之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認知差距。 

就個案選擇而言，不論颱風或水患，皆為極端氣候，具有危害人類

性命的危險，當然其所突顯的「失準」爭議，會比一般性天氣預報更被

媒體關注，因此，災難性天氣預報或許不適用於理解所有天氣預報形

式。然而，研究者認為，正因為在上述案例中，氣象專家與媒體扮演的

角色更為突出，預報「失準」的爭議也更顯著，因而給予研究者至為重

要的觀察角度，得以從中理解天氣預報「失準」爭議背後所隱藏的科學

與社會之關係。 

災害性天氣會影響公眾的生命、財產及安全，公眾對此二種天氣預

報的「失準」看法與期待可能有所差異，歸因上與一般天氣預報也可能

有所不同，因而本研究僅能就災難性天氣預報的「失準」爭議提供分

析，其與一般天氣預報的相似與相異之處，則需另文再議。 

本文選擇以平面媒體為分析素材，媒體在呈現不同科學或科技爭議

個案時，會視個案選擇不同的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作為消息來源，媒體

選擇引用的消息來源有新聞建構上的意涵。因此，本文以媒體在報導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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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上所呈現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之對立立場為分類依據，分析時再適

時討論媒體選擇消息來源的可能原因與意義。 

八八風災是台灣近 50 年來最嚴重的水患，總統率先批評氣象局預

報「失準」，監察院也公開要求氣象局為預報「失準」負責，均為台灣

首例，顯示此個案具有研究上的指標意義。再者，就非科學家指責與科

學專家回應內容的報導數量而言，在過去近 60 年所發生的嚴重風災

中，八八風災具有相對代表性，1 因此本研究以八八風災為個案。 

接下來，先回憶當時情境。氣象局於 2009 年 8 月 2 日（八八風災

發生前）即開始預報，但播報重點為「颱風即將形成」，而非警告「豪

雨可能帶來災難」，反之告知民眾颱風帶來的雨量可舒緩多處水庫的缺

水問題（劉力仁，2009 年 8 月 2 日）。8 月 5 日，媒體再以「全台乾著

急，期待颱風帶雨來」（許敏溶，2009 年 8 月 5 日）為頭版版頭標

題，8 月 6 日及 7 日分別以颱風「可望解旱象」（劉力仁，2009 年 8 月

6 日）及「水庫暫解渴」（劉力仁、曾慧雯、周敏鴻、蘇金鳳、楊美

紅、張文川，2009 年 8 月 7 日）為題，預報重點仍為颱風的強度與對

降雨的期待。8 月 8 日，報導重點才由期待轉為預警，提醒「山區有超

豪大雨」（劉力仁、李文儀、林嘉琪、王秀亭、林嘉東，2009 年 8 月 8

日），氣象局自此便持續調高降雨量的預測，直至災難發生。 

此次風災造成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數百人被土石流活埋，行政院統

計，八八風災共造成 699 人死亡，是 1959 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

的水患。總統指責氣象局沒提供正確的降雨預測，監察院質疑氣象局有

所疏失，抨擊氣象局的聲浪在風災後排山倒海而來（李宗祐，2009 年 8

月 24 日），氣象預報「失準」成為政策制定者與民眾等非科學家咎責

八八風災發生的主要原因。 

對此，氣象預報專家並未獨吞委屈，相關科學學者挺身支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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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預測科技與科學經驗無法在災難發生前 3 天就將降雨預測一舉調高

到 2,000 毫米，氣象局可以一下子做出 1,000 多毫米的降雨預測，已經

很大膽了（李承宇，2009 年 8 月 11 日)。然而，監察院在 2009 年 10 月

還是以「未能針對豪雨提出強而有力的預警，缺乏應有的專業經驗作

為」（林毅璋、林嘉琪，2009 年 10 月 15 日），對氣象局提出糾正，

顯示氣象科學專家的解釋未獲政府接受。八八風災發生後，氣象預報科

學的本質與預報員的責任（responsibility）開始在媒體上被討論。至

此，媒體所扮演的報導與溝通角色，以及建構讀者認知該事件的角色，

顯而易見。 

國內目前雖已累積不少八八風災相關的學術評論與研究成果（例如

周桂田、黃維明，2010；林照真，2008，2010，2013；翁裕峰，2009；

蔡志偉，2009；顏厥安，2009），然尚未有分析媒體報導政策制定者與

民眾咎責氣象專家的文獻，因此本研究自我定位為先探性研究，由研究

者依報導主題與行動者分類，整理並分析媒體報導中非科學家與科學專

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之認知差距，期望為相關議題提供一個先驗

式的具體分析架構。本文接下來先進行科學的特性、科學家角色的轉

變，以及媒體做為報導平台角色之文獻回顧，繼之說明本研究的資料收

集與分析方法、研究發現，以及討論與結語。 

貳、文獻回顧 

我們正處在一個對自然感到「不確定的年代」（age of uncertainty; 

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每天仰賴氣象預報提供生活決策的

依據（Daipha, 2012），如是否攜帶雨具出門、是否適合洗衣服及晒被

單、商業活動能否如期舉行等，氣象預報也提供政策制定者下決策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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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因此其為一門社會性與整合性（integrative）科學（Sarewitz & 

Pielke, 1999）。氣象預報專家（例如本研究之中央氣象局）除了是氣象

領域的科學家，也被民眾賦予公共專家的角色，一旦實際的天氣狀況與

預報有異，就可能成為政策制定者或一般民眾等非科學家責難的對象。

Bohensky & Leitch（2013）研究澳洲布里斯班 2011 年的水災新聞，發

現有 70% 的報導歸咎於氣象預報專家太晚發佈警訊以致造成災難，但

氣象預報專家認為其並未失職，水災是因氣候變遷所致。國內外資料均

顯示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之間存在某些認知差距。 

本文進一步要問，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存在何種認知差距？為回答

此問題，本節先討論氣象科學做為一門科學所具有的不確定性特質，繼

之討論科學家角色演變與民眾對科學家的期待。透過此二面向，理解氣

象科學專家與非專家間的認知差距，並思考媒體作為呈現雙方爭議的平

台所扮演的角色。 

一、科學的不確定性 

在分析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認知差距之

前，有必要先理解氣象科學做為一門科學的獨特性及受爭議之處。學者

Anderson（2005）指出，氣象科學是一門觀察科學，提供某種方式讓科

學家探索、推測其所觀察到的現象，並對觀察結果進行爭辯，因此氣象

科學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首先，氣象預報的不確定性來自氣象科學本身及預測的特性。氣象

預報對一國的社會與經濟影響甚鉅，根據估計，80% 以上的災難都與

氣象有關，因此氣象預報不管在科學、經濟與政治領域都相當重要。隨

著科技進展，氣象預報技巧雖已在世界各國有長足進步，但因為氣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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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是一門機率科學（probabilistic science），用以「預測」「不確定性」

（Rodriguez, Diaz, Santos, & Aguirre, 2006），氣象變化受時間與空間影

響的不確定性（本體上的不確定性，ontological certainty），再加上

「預測」本身的不確定性（認識上的不確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 

Daipha, 2012），這種雙重的不確定性讓氣象預報結果在應用到政策或

生活層面時，隱含更大的風險。不確定性雖是所有科學的共同特色，但

氣象預報的另一個獨特性在於，其預測結果很快就能得到使用者的驗

證，這讓其成為難以滿足政策制定者或一般民眾等使用者的科學

（Sarewitz & Pielke, 1999）。 

氣象預報在「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也來自預報專家的詮釋，即詮釋

上的不確定性（interpretive uncertainty）。氣象預報具有「人性化」的

一面，氣象預報專家會根據其經驗來判斷所得到的科學數據，也因此經

驗不同的氣象預報專家也常對同樣的數據產生不一樣的判斷與詮釋

（Rodriguez, Diaz, Santos, & Aguirre, 2006）。氣象預報的不確定性、某

程度上須依賴預報專家的經驗來詮釋的此二要素，讓氣象預報的準確度

受到影響，增加被民眾責難的機會。 

氣象預報的另一個「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來自播報語言

（Raimondi, 2009）。氣象預報之所以容易被民眾認為「失準」，在於

缺乏有效的傳播過程，民眾無法理解預報員要表達的意思。Raimondi

（2009）指出，因為氣象預報的資訊繁雜，閱聽眾又相當多元，氣象預

報專家惟有採取多義的傳播方式才能符合所有使用者的需求。例如，

2004 年 8 月查理（Charley）颶風侵襲美國，造成 15 人死亡及其他嚴重

損失，事實上，在颶風侵襲的 28 個小時前，美國國家颶風中心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NHC）已發佈正確的颶風行進路徑，卻仍

無法遏阻災難發生，實為社會大眾不理解預報專家所使用的語言，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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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氣象預報不精確所致。 

為了讓民眾看懂預報內容，Raimondi（2009）建議，氣象預報專家

應減少使用含糊的語言，因為含糊的語言連預報專家之間都有理解上的

困難。他認為，科學語言雖然較為精確，但讀者恐無法理解，而一般性

語言或許較容易理解，卻不夠精確，這導致大眾對資訊的解讀與預報專

家常出現差異。他也建議預報者應多使用有範圍的數字來傳達預報可能

發生的機率，避免預報使用者質疑預報的準確性。 

二、科學家角色：從實驗室的科學家到公共專家 

隨著科學不確定性越來越影響到民眾為日常生活下決策，民眾對科

學家的角色認知開始轉變。18、19 世紀的科學家最常出現在諷刺漫

畫、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中，其形象多半等同於優秀的教授、無害的怪

人或有藝術傾向的人，通常是拿著小瓶燒杯的物理學家，或與樹林草叢

為伍的自然學家。20 世紀開始，現代科學組織發展，科學家在大眾傳

播媒介中有了新的專業形象，科學家的刻板印象轉變成實驗室的科學

家，科學家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專業、乾淨、標準的形象，科學家普遍

擁有優越的社會位置，不受公眾質疑，因而科學爭議不會出現在公共領

域（Chambers, 1983）。 

20 世紀末，民眾對科學家的角色期待在風險社會出現之後逐漸轉

變，科學家被期待成為提供日常生活決策的公共專家（public expert; 

Peters, 2008）。Nowotny（1981；轉引自黃俊儒、簡妙如，2010）研究

科學家如何定義自己的專家身份，發現科學家也認為自己必須跨越科學

領域，進入社會成為行動者，讓自己隨時受到來自科學社群內外的批評

（Peters, 2008），此即所謂的公共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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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學家要符合公眾期待，成為公共專家，必須體認到科學知

識（scientific knowledge）與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的不同。兩

者的最大差異在於，後者除要具備科學知識，還要有能力提供適當建議

給使用者，如協助政策制定者或公眾作決定，因此，科學公共專家與公

眾的關係，也是社會性的專家與代理人（expert-client）關係（Peters, 

2008）。在社會公共領域，科學專業不單指待在實驗室進行研究，還要

理解、應用科學知識並解決實際發生的問題。所以，當科學家進入公共

領域成為政府、社會認知的「公共專家」，不但是公眾政策的指導者

（policy advisors），也身兼公共傳播者（public communicators; Peters, 

2008, p. 132）。 

哈伯瑪斯提出科學家作為公共專家的「決策模式」（decisionistic 

model），更詳細說明非專家對科學家角色的期待（Peters, 2008）。政

府決策者尤其期望科學家能提供規範性的決策模式（normative decision 

models），幫決策者從不明確的選項中挑出答案，發展出可能的決策選

項，並依據決策者的偏好協助下決策，類似於韋伯談到公民服務（civil 

service）與政治關係之概念，科學專家應該要有專業的公民服務，對政

策制定或執行也負有責任。 

「決策模式」強調社會期待科學家具有為公眾解決生活環境「不確

定性」的專業能力。然而，公眾這種對「不確定性」的認知與詮釋，以

及認為透過科學專業能扭轉環境「不確定性」的期待，可能與科學家對

科學解釋的認知有很大差異。在科學研究中，假設與驗證是必要的過

程，透過實驗對假設進行驗證，再通過多次的實驗驗證與經驗累積，假

設才成為定律。因此，科學家時常經驗科學「不確定性」，「不確定

性」對科學家而言並非一時就能解決的問題。 

以氣象科學對環境議題的預測為例，科學家在提供預報時，除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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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學科訓練所給予、關於現象發生與發展的絕對知識，更重要的是，

必須憑藉過去的經驗以及氣候、人為環境所發生的改變，對現象可能產

生的「新」變化做出預測（Sarewitz & Pielke, 1999）。換句話說，對氣

象科學家而言，氣候環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產生新變數的對象，更遑論

人為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加乘影響，這使得氣象預測面臨更大的經驗詮釋

空間及論述的不確定性。這樣的不確定性，雖然原本就是氣象科學累積

其學科知識的必要過程，卻在面臨政策制定者與社會時，常受到撻伐。

尤其在面對災害性的天氣時，社會需要「確定性」的氣象預測以立即作

決定（Daipha, 2012），無法等到科學解決所有不確定因素後才進行，

於是，如何從現象發展的「不確定性」中滿足大眾對「確定性」資訊的

需求，提出「絕對的預測」（蔡易輯、古智雄，2011），便成為氣象預

報者必須面臨的新課題，因為政策制定者或民眾對氣象預報的最大期待

是管理「不確定性」，而非提供「不確定性」的資訊（Peters, 2008）。 

所以，從決策模式而言，政策制定者或民眾期待的氣象預報專家同

時具有科學家與公共專家的雙重角色。也就是說，氣象預報專家一方面

是研究氣象預報資料的科學家，一方面是將預報資料傳播給政策制定者

或民眾的公共專家，即提供預報資料的公共傳播者，以及協助政策制定

者或民眾下決策的指導者。 

一旦氣象預報專家無法勝任上述的公共專家角色，民眾的不信任感

油然而生，我們尤其可從一些災害性天氣的報導過程中理解這樣的狀

況。科學專家通常被期待對科學議題提供解答，政府與大眾更期待科學

家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氣候環境議題，提供「確定」、「可靠」的專

業解釋。兩者對科學專業知識的差異認知，造成氣象預報在事後被認定

預測「失準」，而這樣的負面經驗可能有損科學專家在公眾面前的形象

（Stilgoe, 2007），科學專家不受公眾信任，除了成為災難的咎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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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影響公眾對下一次災難預警的信心。 

政策制定者或民眾對科學家的不信任出現在國內外氣象預報「失

準」被咎責的案例中。例如，巴西國家氣象研究所資深天氣預報專家因

誤報天氣，導致里約熱內盧市市長要求檢察機關對其提出刑事訴訟（大

紀元，2002 年 3 月 18 日）。又，2002 年 12 月復興航空貨機空難事

件，檢調偵辦失事原因，認為民航局氣象中心未預報警示積冰，導致事

故發生，最後依瀆職等罪嫌對 5 名民航局氣象中心人員提起公訴（大紀

元，2006 年 6 月 19 日）。2012 年比利時一家私營氣象服務公司誤報惡

劣天氣，影響當地旅遊業，被政府告上法庭（〈比利時一氣象台瞎預報

影響旅遊業 或被政府起訴〉，2012 年 8 月 20 日）。氣象專家被咎責

預報「失準」的案例，過去 10 年間在全球陸續出現。 

由此節討論可知，政策制定者或民眾對科學家的角色期待不再只是

實驗室裡不問世事的科學家，也不會全盤接收科學家所提供的預測結

果。公眾會適時提出質疑，期待科學家在緊急時刻提供確定性預測，以

協助其為生活下決策，期待科學專家同時也是公共專家。而當災難發

生、科學家無法符合民眾期待時，科學家便成為被咎責的對象，並透過

媒體呈現在大眾面前。 

三、媒體做為「失準」爭議的平台 

如上所述，氣象預報「失準」的爭議，多半出現在災害性的天氣預

報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媒體所扮演的角色才愈加被突顯，因此，過

去許多文獻在討論媒體角色時，將探討重點廣義地放在媒體如何協助減

少自然災難所帶來的損失，以及事後的咎責。 

歸納起來，媒體在與自然災難相關的新聞報導上扮演至少三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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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一）災難發生前，提供氣象預報資訊的平台；（二）災難發生

初始，報導正在發生的事件，將官方訊息傳遞給大眾，或報導即時災難

狀況以招募各界援助：（三）災難發生後的重建期，扮演提出問題的指

導角色，強化某一個新聞角度，帶領新一波的新聞發展（Vasterman, 

Yzermans, & Dirkzwager, 2005），提供咎責與被咎責雙方發言的平台。 

第一種媒體角色的研究重點放在氣象預報專業語言在成為媒體語言

傳遞給大眾時，是否誤導或誇張氣象預報資訊而導致民眾錯誤解讀，以

致釀成災難；第二種媒體角色的研究重點在於報導內容是否煽情；第三

種媒體角色的研究重點則在咎責的內容分析，因衝突是新聞價值所在，

新聞記者不只想要知道死傷人數與財產損失情況，還想確定災難所帶來

的傷害是否可能避免，以及誰應受到責難（Vasterman et al., 2005），而

政府通常是媒體咎責的對象。前文所列舉的咎責案例也發生在此階段，

但不同於以往研究主要是檢討政府作為，前述案例中，科學家成為被咎

責的對象，氣象預測的不確定性在此時被媒體解釋為「失準」與不可

靠。 

Hilgartner（2007）以自然災難為例，災難的發生通常會加速大眾的

質問與調查過程，目的是想確定災難發生的原因、責難某些群體（如科

技物、個人或組織）、找出未來可避免的方式、處罰犯錯的人，並且幫

忙或補償受害者。公眾調查的過程通常始於災難發生之初的媒體報導，

之後，許多行動則轉移到質疑官方或政府所設立的民間單位是否失責。

公眾質問的目的是確定引起災難的原因、誰應該受責備，以及應該做些

甚麼。 

此時新聞報導的歸因方式會影響讀者感知。Malhotra 與 Kuo

（2007）研究公眾對卡崔納颱風的反應後指出，人們會利用得到的資訊

去找譴責對象。Knobloch-Westerwick 與 Taylor（2008）指出，有些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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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以「譴責遊戲」（blame game）的報導方式為災難找原因，這種「譴

責遊戲」式報導，很可能慫恿讀者產生各種不同的感知；Singer 與

Endreny（1993）發現，媒體報導會影響民眾對災難的認知與態度，對

讀者產生效果，影響讀者對災難事件的歸因，以及對被咎責者的角色認

知。 

因此，新聞報導是一種集體社會學習與知識產製的過程，其傳達事

件內容以反映（reflect）真實，同時賦予事件意義，將日常生活世界轉

化成讀者可以理解、認知並回應的社會真實（social reality; Bennett, 

1982）。過去媒介研究重點放在媒體如何（how）建構真實，但忽略了

媒體所呈現的報導內容（what）也反映當下部份的社會真實，例如媒體

報導中所引述的受訪者雖經媒體選擇，但受訪者的發言內容在某種程度

上仍會反映出其想法。 

綜合本節文獻探討後再回到本研究旨趣。本研究視媒介為各種意見

的「交換區」（trading zone; Varughese, 2011），我們關心報導中的行

動者「說什麼」（told），甚於媒體或報導內容「怎麼說」（telling），

因此，在本研究中，語言被視為分析資源而非研究主題（ topic; 

Riessman, 2003）以進行主題分析（thematic analysis），用意在理解文

本的意義（Joffe & Yardley, 2004），歸納並分析媒體所呈現之非科學家

與科學專家對預報「失準」的爭議，以期減少雙方認知差距，促進更有

效的科學傳播。 

參、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文前言提到，過去文獻尚未有氣象預報「失準」咎責之爭議報導

的具體分析，因而本研究做為先探性研究，收集特定案例之媒體報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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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希望藉由報導中的內容，建立主題並進行分析，從中理解這些內容

背後承載的意義（Braun & Clarke, 2006）。主題式分析法在分析上具有

彈性，可詳細分析收集到的資料，適用於尚待理論建構的研究現象

（Braun & Clarke, 2006），因為此方法強調文本內容是什麼（what∕

told）甚於如何報導（how∕telling; Riessman, 2003）。本研究在缺乏文

獻提供具體分析架構下，試圖探討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

學家的認知差距，主題式分析法分析彈性與關心文本內容的兩個特性，

有助於回應本研究所關心之研究問題。 

在資料收集上，Braun & Clarke（2006）建議，主題分析法的研究

者先廣泛收集資料彙整成資料庫（data corpus），接著根據研究興趣從

資料庫中找出資料集（data set），資料集是由一則則的資料（data 

term ）所組成，最後從每則資料中擷取供作分析的資料（ data 

extract）。 

在分析步驟上，Braun & Clarke（2006）建議研究者 6 個步驟：

一、不斷反覆、主動閱讀資料，找出意義或模式；二、從資料中找出對

研究者有意義的資訊；三、找出潛在的主題；四、再確定與研究相關的

主題；五、定義主題；六、撰寫分析。 

本文參考上述建議，蒐集《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蘋果日報》及《聯合晚報》5 份報紙 2009 年 8 月至 10 月的八

八風災相關報導，為本研究之資料庫。資料蒐集時間以 2009 年 10 月底

為限的原因在於，雖然監察院對八八風災的完整糾正報告在風災一年後

（2010 年 8 月）才完成，但對氣象預報的糾正在風災發生後 2 個月

（2010 年 10 月）就已提出。因此，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期間為 2009 年 8

月風災發生前的預警階段，到監察院對氣象局提出糾正的 10 月底止，

即新聞高峰持續的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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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平面媒體為分析對象係因現有文獻指出，平面媒體（尤其日

報）是災難研究主要的分析對象，Wilson 與 Howard （1978）認為，報

紙提供比廣播、電視更深入和準確的資訊。就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而言，

平面媒體在論述的質與量較電子媒體豐富，有助於回答研究問題。 

資料搜尋以「八八風災」、「莫拉克」、「颱風」為關鍵字，搜尋

《聯合報系》（《聯合報》與《聯合晚報》）、《中國時報》電子資料

庫、《蘋果日報》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 5 份報紙之新聞報導

（指在版面呈現上非特稿或評論之新聞稿）、記者特稿與評論，以及讀

者投書。為避免因關鍵字限制而漏失相關新聞，同時搜尋 5 份報紙在 2

個月間的紙本內容，即所有版面的報導，包括硬性或軟性新聞。之所以

納入《聯合晚報》的原因在於，根據研究者在晚報的工作經驗，晚報的

新聞取材相對著重於大眾民生議題，颱風屬於影響大眾的民生新聞，晚

報的報導量並不亞於日報，故在 4 家日報之外，加入唯一現存之晚報進

行分析。 

除上述相關資料外，中央社出版之期刊也提供研究者在理解八八風

災時更完整的事件資訊；監察院調查報告、氣象局網站上發布之相關新

聞稿與資料，及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站等相關資料

一併做為背景資料與研究脈絡。本研究透過上述不同管道蒐集新聞報導

與相關資料，以達到資料飽和之目的。 

在名詞定義上，研究者詳讀所有相關報導後，依據在媒體報導中出

現與「失準」爭議有關的行動者，以及便於突顯爭議報導中的雙方看法

等兩個原則，界定本研究所指之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檢視媒體如何呈

現其觀點。由於本研究以媒體報導為研究素材，因此文中的科學專家指

在報導中出現氣象預報與相關知識的「提出者」，包括氣象局與在大學

任教的相關科系學者等，對於同樣理解科學不確定性的其他領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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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未在報導中出現、也未對預報「失準」爭議提出看法，故不納為

科學專家對象。同此標準，本文所指的非科學家是相對於前述科學專

家，在報導中出現的氣象預報之「應用者」或「使用者」，即指責氣象

預報「失準」的總統、監察委員等決策者、部份表明身分為非科學家的

讀者投書，以及撰寫特稿評論的記者。本研究亦考量到記者在跑線的過

程中，獲得比一般常民更多的（氣象科學）專業相關知識，其對氣象科

學的認知與角色可能介於科學專家與非科學家之間，惟本個案中的記者

在特稿評論此事件時，並未提出氣象相關知識，故把其暫歸類為非科學

家。 

在分析步驟上，本研究根據前引 Braun & Clarke（2006）的建議進

行。研究者先行反覆閱讀所蒐集到的報紙報導（資料庫），從所有報導

中找出與氣象局有關之新聞，再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氣象局為消息來

源，提供颱風動向與降雨量預測之報導；另一類為總統、立法委員、監

察委員等政策決策者、記者特稿或民眾投書咎責氣象局預報「失準」或

檢討「失準」原因，以及氣象局人員與相關科學專家對指責的反駁與解

釋之報導。本研究採用第二類報導為分析對象（資料集）以回應研究問

題，分析單位為單則報導、投書或特稿（單則資料），再從第二類報導

中引述（資料擷取）並分析雙方爭議主題。 

表一整理氣象局在風災發生前後發佈的降雨量預測過程，做為理解

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爭議之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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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氣象局發布八八風災降雨預測過程 

日期 發佈內容 

2009.8.5 7、8 日莫拉克最接近台灣陸地，中部以北、東北部、東部

將有陣雨。 

2009.8.6 6 日外圍環流逐漸影響台灣，風雨會逐漸增強，7 日風雨最

大。 

2009.8.7 全台都可能出現豪大雨，平地累積雨量約 200-400 釐米，

各地山區都可能出現超大豪雨，尤其桃竹苗山區累積雨量

可能破 1,000 釐米。 

2009.8.8 山區有豪大雨，總雨量已上修到 1,400 釐米。 

2009.8.9 氣象局多次上修雨量預測，從 1,600 釐米上修到 2,000 釐

米，8 日晚間調高到 2,500 釐米，氣象局有史以來首次上修

預估總雨量到 2,500 毫米。 

2009.8.10 氣象局從 6 日至 9 日間至少七度上修山區最高累積雨量，

從 1,000 釐米一路上修到 2,900 釐米。 

 

肆、研究發現與分析 

整體而言，八八風災發生後，媒體扮演為災難找尋原因的角色。媒

體將行動者簡化為指責科學家預報「失準」的非科學家，以及反駁預報

「失準」的科學專家，呈現雙方對立觀點，來建構雙方對氣象科學與科

學家的認知與期待。因此，媒體在做為「失準」爭議平台的同時，也在

建構「失準」爭議，進一步影響讀者對災難事件的感知。 

研究者反覆閱讀資料後，分別整理出兩個媒體呈現「失準」爭議的

面向：一、對氣象科學作為一項預測科學的認知，以及二、對科學家角

色的認知。每一個面向下，再整理並分析媒體報導呈現上，非科學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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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觀點與期待之差距。 

一、對氣象科學作為一項預測科學的認知 

（一）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觀點 

本研究發現，自八八風災發生、9 月初監察委員約談氣象局人員至

10 月底的資料蒐集為止，媒體呈現非科學家對氣象預報「失準」的看

法，集中在風災發生後到 8 月下旬；媒體呈現非科學家在替災難找原因

時，著重在「認識上的不確定性」（包括預測的不確定、預報人員的經

驗與解讀、傳播過程）所造成的預報「失準」，且非科學家對「認識上

的不確定性」之認知「品質」並不相同，其間也存在細微的歧異性。媒

體上未出現非科學家明確提到「失準」可能來自「本體上的不確定性」

（時間與空間所造成的不確定性）。 

參考過去文獻對「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之討論，以及本研究所蒐集

的媒體資料，本文將非科學家對「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之認知品質與歧

異性分為對「人」、對「科技物」，以及對「預測的表達方式」等三

類，即：1、預報人員及其預報經驗與詮釋；2、電腦預測科技的侷限；

3、機率預測的解讀與傳播問題。 

首先，媒體呈現的第一種類型為咎責預報人員，即氣象預報的人性

化面向（human side），包括提及咎責對象為預報人員，並進一步具體

指出預報人員的詮釋與經驗造成預報「失準」，這樣的咎責方式強調

「人」（氣象局預報員）所造成的「失準」。例如，國家元首率先指責

「氣象局一直上修雨量」，「無法在發佈颱風警報時，精準預測降雨

量」（中國時報，2009.8.11: A6）。又例如，一位即將進入研究所就讀

的新生及律師分別投書指責氣象局預報失靈，將八八風災定義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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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 

  氣象局原本預估高雄雨量約 300 毫米，7 日颱風侵台後，

眼見情況不對，立刻瞬間上修 5 倍至 1,500 毫米，8 日早上又

再度上修為 2,000 毫米！如此見風轉舵、視情況而改的雨量預

測工作，連筆者這種外行人也能勝任，要氣象局有何用（自由

時報，2009.8.9: A15。作者為新聞所新生）？ 

  八八水災，第一個要檢討的，當然是氣象預報，中央氣象

局 5 日預報莫拉克颱風直撲台灣，並鎖定北部，北部驚惶失

措，而南部則悠哉，……顯屬預報失靈的人禍（自由時報，

2009.8.13: A21。作者為律師）。 

除了點出「人」造成預報「失準」，媒體更進一步具體呈現預報員

的經驗與詮釋是造成預報「失準」的原因。例如有媒體的「時論廣場」

點出氣象預報員應「累積過去寧可謹慎不可輕忽的經驗」（中國時報，

2009.8.10: A19）以避免預報「失準」所造成的災害；也有一位電視新

聞台主管質疑氣象預報員的解讀是造成預報「失準」的原因，因而建議

修改《氣象法》，以放寬媒體可以依其專業判斷以進行詮釋，而非僅按

氣象局的預報播氣象。 

  ……不該讓氣象資訊的解讀變成一言堂，因為氣象是「預

報」，「預報」還沒有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多元呈現。就像這

一次，唯一的解讀單位，出了致命的錯誤，這時候再怎麼責

難，也喚不回小林村民的性命（自由時報， 2009.8.20: 

A19）！ 

媒體呈現的第二種類型為，期待改善科技或增加科學知識就能提供

更好的解決之道。媒體此種呈現方式，建構出決策者（監察委員）一方

面忽略或無知於氣象科學「本體上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缺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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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上的不確定」之完整理解，才會誤以為只要改善電腦預測科技，

就不會出現降雨量不斷上修的現狀。 

  ［監察委員］高鳳仙強調，調查卡玫基案時就發現，氣象

局不僅預報雨量失準，就連各地回報的降雨量統計都不準，氣

象局宣稱要改善雨量測試，必須購買價值上億的「降雨雷

達」，但花了幾億元，預報速度也只能比現在提早 3 個小時，

監委認為不符合效益（中國時報，2009.8.10: A2）。 

媒體呈現的第三種類型，點出氣象預報採用機率預測的傳播方式所

可能出現的問題，意即機率預測的意涵為何。例如有讀者投書指出，氣

象局「平常預測下雨就甚麼 30%、50%、70%，怎麼報都對，我反正沒

說 100%，下雨對，不下雨也對。」（蘋果日報，2009.8.14: A26），顯

示出機率預測在傳達降雨機率與解讀時的不確定性，而成為預報人員反

駁預測「失準」的說詞。  

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媒體呈現的第一類不確定性來自於應然與實然

的落差，仔細區分之後，可再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僅點出落差來自於

「人」，但未求解決改進之道；二是從實然面試圖指出如何透過經驗解

決應然與實然之落差。第二類與第三類則是方法論與認識論上的落差，

當今人們仰賴氣象科學之電腦運算模型進行預測，將預測之主體交付由

電腦運算作主，而非採用農業社會以萬物作息（節氣）之經驗法則為預

測之基礎，非科學家同時接受了「科技萬能」的意識型態，一旦預測

「失準」就會歸咎於電腦。然而，第三類的論者接納以電腦運算作為氣

象預測基礎之認識論侷限，同時認識到這種方式失去了預報員（人）的

解讀之主體性，也試圖將預報員（人）的角色放入電腦預測科技的邏輯

運作裡，透過氣象科學家的參與及解釋來消弭電腦預測科技之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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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報導中的科學專家觀點 

科學家通常會使用各種科學不確定性來呈現科學與科學家的客觀形

象（Shackley & Wynne, 1996），試圖挽回其在公眾面前的權威感

（Zehr, 1999）。媒體在本個案中所提到的科學專家可再分為氣象局與

相關科學學者，這兩類身份的發言者在反駁非科學家指責時，依著新聞

發展階段而呈現出不同的強調重點，本節將其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強調「認識上的不確定性」；第二個階段強調「本體上的不確定

性」。 

第一個階段為八八風災發生後，總統 8 月率先指責氣象局預報「失

準」至 8 月底的新聞。媒體呈現非科學家咎責預報「失準」著重在「認

識上的不確定性」，而科學專家的反駁也放在同樣的角度，尤其強調科

技侷限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並未提及預報人員的經驗或詮釋所造成的不

確定性。 

第二個階段為監察委員 9 月開始約談氣象局人員以釐清是否失職，

至 10 月底所出現的第二波反駁論述。尤其在監察委員自 9 月 1 日約談

氣象局相關人員後，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求去，新聞報導上科學

專家反駁「失準」的立場則轉向「本體上的不確定性」。以下分析媒體

報導中的科學專家之發言內容，檢視其對氣象科學的認知。 

1. 認識上的不確定性 

在新聞呈現上，八八風災新聞報導中的科學專家在面對政府決策者

的預測「失準」指責時，即運用氣象科學在「認識上的不確定性」論述

來反駁咎責，欲挽回其在公眾面前的權威感或客觀形象。例如氣象局工

作人員以科技侷限來回應預報「失準」的咎責，表示電腦容易低估實際

發生的狀況，因此準確度只有兩、三成。 



探索氣象預報「失準」之爭議報導：非專家與專家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角色的認知差距 

‧167‧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副主任林秀雯坦承，雨量要準確預測

相當困難，將相關資料輸入電腦後不斷修正再做預估，一般來

說，準確率大概只有二到三成，且電腦低估情況很常見（自由

時報，2009.8.10: A3）。 

除了強調科技侷限外，引用國外的預報能力來證明科學不確定性，

也是科學專家據以反駁非科學家咎責的根據。例如，非科學家對氣象局

預測失準的批評之一是以美國 CNN 的報導為對照，媒體報導「有民眾

認為，CNN 預報『超級颱風』真是神準」（自由時報，2009.8.10: 

A3）。因此，氣象局同樣也以國際比較的角度，解釋氣象局並未低估

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風雨威脅。預測的不確定性還是氣象局據以說明的重

點。 

  目前台灣在颱風路徑的預報能力，已經達到世界數一數二

的水準。至於短期降雨的預估，［氣象局資訊中心副主任］程

家平強調，以目前科技很難達到外界的期待，提前 3 小時警報

已是衛星遙測的極限，不可能像部份「氣象專家」所說的提前

6小時到 12小時（中國時報，2009.8.29: A9）。 

為了讓非科學專家理解預測的侷限，氣象局也以生活語言來比喻、

解釋這種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使其與非科學家之間得以「跨界」

（crossing-boundary）溝通，將氣象預測準確率比擬為棒球打擊率，以

兩個看似不可同量、卻是民眾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主題，來說明氣象預報

的不確定性，並以美國大聯盟最頂尖的打擊者為比較對象，強調氣象預

報之難度。 

  「就算是美國大聯盟最頂尖的打擊者，打擊率也不過三成

多！」氣象局氣象資訊中心副主任程家平強調，氣象預報不可

能百分百準確。目前台灣在颱風路徑的預報能力，已經達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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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數一數二的水準（中國時報，2009.8.29: A9）。 

氣象局以外的科學專家也為氣象預報背書，強調預報的科技極限。

由於氣象預報資訊中的「機率」概念是氣象預報專家透過歷史資料以預

測未來氣象發展，是一種對於預測能力有所侷限的因應方式，過度預警

或預警不足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因此無法做出「絕對的預測」。 

  目前全世界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歐洲……，沒有一個

國家可以做定時、定點的降雨預報，因為有太高的隨機性。

［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李清勝說，「800 到 1,000 毫米已經

是非常大的雨量。美國很多地方，一整年的降雨量，也才 500

到 1,000毫米」（聯合晚報，2009.8.19: A4）。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主任］吳俊傑認為，氣象預報面臨

過度預警和預警不足的兩難。過度預警可以降低損失，卻會造

成浪費；預警不足，則可能因為準備不足發生風險（聯合晚

報，2009.8.19: A4）。 

亦有其他科學專家從全球暖化的角度，說明氣象預報的不確定性是

難以避免的情況，試圖說明生態上的風險或災難不再是單一因素造成，

也無法以單因解釋，希望非科學家可以理解科學越來越難以預測的不確

定性。並再次強調以目前的科技能力，很難預估十幾個小時後的各地雨

量，以說明科技與科學的侷限。 

  ［前應變中心總指揮陳錦煌］地球暖化之後，很多的變數

我們不可能由電腦完全模擬出來，都有其誤差，因此必須從各

個角度來觀察……因為颱風瞬息萬變，氣象局確實很難預估十

幾個小時後的各地降雨量，上修降雨量很正常，但必須能掌握

2小時後雨勢會集中在哪裡（自由時報，2009.8.10: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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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體上的不確定性 

本體上的不確定性來自於「我們並不知道還有哪些是我們所未

知」，氣象科學本體上的不確定性來自於氣象科學做為一門整合型預測

科學，會受到時間、空間之本體上的不確定所影響，因此也要納入時間

與空間等脈絡進行預測分析（Sarewitz & Pielke, 1999）。 

在前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打算提早退休後，媒體報導將預報

「失準」的歸因轉向到氣象科學「本體上的不確定性」，引用科學專家

指出氣象預報「失準」的原因，則轉而強調時間、空間的不確定性，指

出台灣的地形也會影響預報結果，氣象專家只能根據最近的經驗來判斷

所得到的科學數據，用以強調「失準」的歸因不在預報者。例如吳德榮

指出，預測結果會受到包括空間上的地形、土壤結構、水氣含量或植被

等各地水文地理條件因素。 

  氣象局預報中心吳德榮說，……降雨不容易預測，「要看

地形、土壤結構，水氣含量，甚至連植被都要考慮進去」，考

慮因素愈多，要計算的便愈多；他不諱言，「現在的模式誤差

還很大」，這幾年投注了不少經費以改進降雨預報，但 20 年

來只進步 5%（聯合報，2009.9.14: AA3）。 

除了吳德榮，與第一階段相較，媒體在此階段也增加了許多科學學

者做為消息來源，來支持吳德榮從「本體上的不確定性」回應預報「失

準」的說法，例如台灣大學大氣系教授、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討論氣

象預報可能「失準」的原因在於氣象科學「本體上的不確定性」，因此

難以做為決策直接參考，間接地點出下一節將討論到的非科學家期待科

學專家要扮演提供政策參考的公共專家角色。 

  台灣大學大氣系講座教授陳泰然認為，定量雨量預報還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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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包括大氣內部各種尺度氣象、季節、地形、緯度等因素，

比溫度預報難多了，「是 21 世紀預報最大考驗」（聯合報，

2009.9.14: AA3）。 

  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員汪中和也表示，……颱風的雨量比風

速難測，主因是水氣變化瞬息萬變，想把雨量預報做好相當不

容易，也因此會很難提供各地方直接參考（自由時報，

2009.10.6: A2）。 

在這個階段，媒體透過科學專家將「失準」爭議的討論帶往「本體

上的不確定性」，然而媒體並未呈現非科學家對此的進一步發言。媒體

報導中的非科學家從一開始指責預報「失準」時，就未提及氣象科學

「本體上的不確定性」面向，而僅從「認識上的不確定性」提出質疑，

可能因為這樣的質疑角度方便非科學家中的決策者設定被咎責的對象

外，也可能是因為非科學家缺乏氣象科學知識，以致在媒體上未出現非

科學家以此角度與專家對話。媒體報導中，非科學家在第一階段未主動

提及「本體上的不確定性」，在第二階段也未出現與科學專家的對話，

媒體的此種呈現方式有可能引導讀者認為氣象科學是連決策者也難以理

解的專業科學知識，而讓一般公眾對氣象科學知識望而生畏。 

（三）小結 

從上述分析發現，媒體在呈現雙方對氣象科學的認知差距時，非科

學家與科學專家的第一層差距在於，非科學家僅提及「認識上的不確定

性」，忽略或未知「本體上的不確定性」，科學專家則同時提及兩種不

確定性；第二層差距則進一步呈現為雙方對「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之不

同認知角度。 

本研究也發現，在媒體的報導中，非科學家不是同質的群體，雖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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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但對不確定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品質。例

如，在分析中可看到，非科學家中的政策制定者國家元首與部份公眾投

書質疑預報「失準」的原因在於預報人員，監察委員與讀者投書中的電

視新聞台主管則更進一步質疑電腦預測科技與預報人員的經驗及解讀是

造成預測不確定性（「認識上不確定性」來源之一）的原因，並提出機

率預測的科學傳播議題，都呈現出非科學家的看法仍有細微歧異。 

媒體所呈現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雖然同時強調「認識上的不確定

性」，但非科學家將重點放在預報人員、預報科技與傳播過程，科學專

家則未述及預報人員與傳播過程，而特別強調科技侷限，以反駁非專家

的指責，並且強調台灣的預測能力並不輸國外，以此種方式論證預報

「失準」不是「人」的因素造成，反駁非科學家對氣象局的指責。 

無論政策執行或日常生活所期待的絕對預測，抑或科學上的客觀解

釋，氣象預報最大的目的是透過科學家的解讀與詮釋將氣象資訊傳遞給

媒體或社會大眾，科學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下一節將分析媒體報導

中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科學家角色的期待與認知。 

二、對氣象科學家角色的期待與認知 

（一） 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氣象科學家扮演

公共專家之觀點 

科學與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加，但科學與科技對生活所帶來的

不確定性也隨之提高（例如氣候變遷、食品安全、環境災害等）。面對

生活中許多不確定性問題時，人們一方面質疑專家系統能否協助決策者

或公眾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卻也愈來愈期待（也愈依賴）科學家的專業

知識為這些日常問題建立選擇的標準，科學家的角色因而轉變為公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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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被期待提供決策，並有能力進行對科學社群外部的公共傳播。本研

究發現，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於科學家應否／能否提供

決策建議有不同看法；不過，對於科學家應將專業知識轉譯為非科學家

可以理解之庶民知識，雖然尚未見雙方對效果達成共識，但似乎已有認

知上的默契。以下分述之。 

1. 提供決策建議 

本研究發現，在媒體報導中，希望科學家扮演公共專家的角色提供

決策的非科學家以政府官員為主，例如監察委員期待氣象預報專家可以

提出強有力的警告，以協助政府或民眾作決策。監察委員調查氣象局是

否失職時對氣象局的質問，以及總統對氣象預報「失準」的指責，顯示

總統與監察委員期待氣象預報專家是提供決策的公共專家，除了進行科

學預測，更要提供政策制定者與民眾針對氣象的變化採取事後證明為適

當的因應之道。 

  據透露，監委質問氣象局，當預估雨量上修到 2,900 毫米

時，該局官員是否有像電影【明天過後】中的氣象專家，積極

對政府高層提出強力警告（自由時報，2009.9.2: A4）。 

對於決策者的期待，前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以前述氣象科學

所具有「本體上的不確定性」來回應，表示氣象局的預報科學家無法替

各地方政府提供決策，並強調各地的水文地理條件等變數的影響，暗示

了氣象科學不是唯一提供政策建議的科學，氣象科學家在八八風災中也

不該是唯一的公共專家。 

  氣象局測得的雨量，落在各地後絕對有不同的影響，因為

各地水文地理條件不同，變數太多。……吳德榮說氣象局沒有

辦法確定各地決策，也沒有各地方政府來得了解在地資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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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時報，2009.10.6: A2）。 

決策者的期待突顯出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從政府到個人層次都越

來越需要專家與專業知識以進行相關治理，因而造成專業與專家角色的

轉變。專家開始被期待提供相關知識以處理特定議題，放到科學領域而

言，便是希望科學家直接幫忙下決策，解決實際問題。對於這些期待，

吳德榮的回應顯示，對科學家而言，複雜的自然現象受到許多互相相關

的次組成成分影響，這些影響需要透過地方知識與在地環境脈絡來下定

決策，科學家無法確定這些次組成成分會碰撞出何種結果，因而無法提

供明確的政策建議。這顯示出此種與民眾人身財產相關的科學複雜性，

除了專家知識，在地知識也不可或缺，決策者無法期待單一的科學知識

來為複雜的科學現象提供政策建議。 

2. 轉譯科學專業知識為庶民知識 

科學家扮演公共專家協助下決策的另一種方式，是轉譯科學知識給

政策制定者或公眾，這是科學家對科學社群以外所進行的科學外部傳播

（黃俊儒、簡妙如，2010）形式之一。科學家應理解其專業知識如何被

使用，並讓民眾參與，以成為幫助使用者下決策的「有貢獻的專業知

識」（ contributory expertise; Collins & Evans, 2002, 2007; Fischer, 

2009）。 

在「失準」爭議的報導中，監察委員與媒體希望科學家進行公共傳

播時，將科學專業知識轉譯為公眾可以理解的庶民知識，因為科學預測

語言具有多義性，若未經科學家解釋，非科學家不一定可以採取與科學

家相同的詮釋；尤其，被科學專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學術用語，對非科學

家而言相對陌生，也不一定理解該名詞的定義與在生活應用上的意涵。 

例如，氣象預報依賴預報人員的經驗累積，因此，降雨量所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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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警 意 涵 ， 對 氣 象 專 家 而 言 ， 已 經 成 為 一 種 默 會 知 識 （ tacit 

knowledge）而不自覺，才會認為「1,100 毫米的雨量就是致災的重要警

訊」（見下段引文），是非科學家也應該要知道的常識。 

  8 月 6 日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時，就預測高屏山區雨量 800

毫米，後掌握颱風速度減緩降雨量恐增加，隔天上午上修到

1,100 毫米，但「當時累積雨量只有 265 毫米，相關單位還有

半天時間應變，而 1,100 毫米的雨量就是致災的重要警訊」

（蘋果日報，2009.8.31: A6）。 

對非科學家而言，則希望科學家在提供降雨量預測的同時，也能將

降雨量所代表的科學知識轉譯為民眾生活上可用之庶民知識，讓民眾知

道降雨量逾多少時應採取何種行動。如監察委員指責「氣象預報過於制

式，不夠口語化、大眾化，導致民眾無法第一時間了解風雨嚴重性」

（自由時報，2009.9.2: A4），反映出期待科學家扮演有效溝通的公共

專家，將難懂的科學語言轉化為大眾可以理解的語言，尤其氣象預報內

容涉及許多數據，非科學家因此認為科學家有必要說明這些數據所代表

的意思，將專業的科學術語轉換為非專家可以理解的生活語言，提供政

策制定者與民眾決策依據。 

下面這段媒體訪問監察委員的說法，更明確說明其期待氣象局的科

學家除了有科學的專業能力，還要有專業說明能力與警示能力，轉譯科

學知識為庶民知識，且認為媒體出現錯誤報導時要有專業澄清能力。 

  ［監察委員］程仁宏說，氣象局有專業能力，卻沒有專業

說明能力及專業警示能力，更沒有專業澄清能力，不僅以制

式、罐頭文字發布氣象預報，且逕自將應單獨發佈的「豪雨特

報」併入颱風警報，沒有凸顯豪雨的嚴重性。程進一步指出，

媒體報導指莫拉克颱風是「虛胖颱風」，氣象局在被約詢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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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媒體錯誤報導，但當時氣象局卻未澄清，根本是將錯就

錯、形同默認（自由時報，2009.10.15: A8）。 

除了總統與監察委員，媒體也以特稿方式，表達期待氣象預報專家

應該要意識到專業知識與庶民知識的落差，並將專業知識轉譯為庶民知

識。 

  ……他［指吳德榮］沒有意識到「專家知識」與「庶民知

識」的落差。氣象預報中心主任的責任，不正是要盡量弭平這

兩者的落差嗎？……氣象局員工常自嘲：「只有颱風來的時

候，我們的氣象預報才有人看！」問題是，氣象局有沒有趁這

「有人看」的時候，有效地溝通、傳達預報的內容，把氣象專

家的知識，跟老百姓做「有意義」的連結（中國時報，

2009.10.9: A6）？ 

面對監察委員與媒體等非科學家的咎責，氣象局長辛在勤接受媒體

訪談時，強調氣象局早已開始轉變氣象預報的方式，朝向大眾化與口語

化努力。 

  氣象局長辛在勤說，氣象局不是在莫拉克颱風或是八八水

災後才開始改變與進步，他在 6 月份上任後，一直針對大眾化

及口語化部份努力，像是網站提供「天氣小幫手」，雨量預報

結合「雨量地理系統」等（自由時報，2009.10.15: A8）。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非科學家的咎責反映其期待科學家作為公共專

家的兩項特色：（1）跨越科學領域，進入社會，成為行動者，但也須

承受來自科學社群內外的批評；（2）除了具備科學知識，還要有能力

提供政策制定者或使用者適當的建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科學知

識轉化為具有實用性的知識詮釋。科學家作為公共專家，意味著隨時會

受到公眾的批評，要有能力根據氣象預報，提供公眾有用的決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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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效的科學外部傳播。 

（二）專家劃界：台灣社會「理盲」 

科學專家回應非科學家對科學家的挑戰時，常使用「劃界」

（boundary work）將對不確定性的討論劃為科學專家的專業知識

（expertise），認為非科學家缺少科學素養（Gieryn, 1983, 1995），故

而不瞭解科學（scientifically ignorant; Daipha, 2012）具有不確定性。透

過這種劃分，區別科學世界與公眾世界的差異，建構科學家的歸屬社群

（Kerr, Cunningham-Burley & Tutton, 2007），劃分科學社群的局內人與

局外人（McKechnie, 1996），也建構了社會中不同階層——非科學家被

建構成只有有限的科學知識，或根本缺乏科學知識；科學專家則較為優

勢（Zehr, 2000）。 

在本個案中，媒體報導科學專家指責台灣社會「理盲」，就是一種

劃界。在 9 月 1 日監察委員開始約談氣象局人員後，科學專家中的學

者、政治大學講座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系教授錢致榕，

以同樣是科學家的身份指責非科學家連「雨量預報僅三成準確率，這是

常識」都不知道，並暗指「理工常識不足」、批評預報「失準」的決策

者為「理盲」，將降雨量逾多少就應該要撤離的科學經驗判斷轉移給非

科學家，認為非科學家應該知道「預報降雨量逾 800 毫米就該撤離」，

以達到維護科學家權威形象的目的。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系教授錢致榕昨直言，氣象

局並無不當，問題在於「台灣從下到上都是『理盲』，理工常

識不足，才會有總統指摘預報不準、監察院調查氣象局等情

況。」……颱風路徑預報有科技極限，各國雨量預報僅三成準

確率，這是常識，預報降雨量逾 800 毫米就該撤離（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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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2009.9.3: A8）。 

大學物理系教授成為消息來源，顯現出媒體意識到氣象科學的複雜

性，因此受訪的科學家對象擴及到非氣象專家；物理教授在個案中首先

挺身批評質疑預報「失準」者是「理盲」，可能是因為學者不具有如氣

象局科學家的公務員身份，發言位置與發言內容較不受到約束。 

因此，面對總統指責與監察委員約談，被監委約談後決定請辭的吳

德榮，在 10 月確定去職、不具有公務員身份後，也接著同樣以「理

盲」暗指批評預報「失準」的決策者。 

  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決心退休，外傳是監察院

的糾正與約談是他萌生退意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此吳德榮僅無

奈表示：「這不是主因，而是很多事情碰在一起。簡單講，我

們的社會理盲又濫情，再怎麼宣導也沒用」（中國時報，

2009.10.8: A1）。 

這種「台灣從下到上都是『理盲』，理工常識不足」、「社會理盲

又濫情」的說法，即使用「劃界」的方式區分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

非科學家是不理解氣象科學不確定性的「理盲」，科學專家才是具有科

學知識的專家。 

媒體所呈現的「理盲」說，顯示氣象局或相關發言學者對非科學家

的理解可能也有誤差。科學專家以為非科學家應該知道降雨量的撤離標

準，但從災難發生的後見之明來看，八八風災中的非科學家若不是知道

該撤而不撤，就是並不瞭解被科學專家視為理所當然的撤離標準；另一

方面，或許吳德榮的「理盲」說是針對被監察委員約談後的反應，但我

們依然可以看到氣象專家藉由「劃界」與「反咎責」的區分方式，區別

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以此回應來自科學社群外部的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文獻（例如核能爭議的相關研究，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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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nne, 1996a, 1996b）指出，科學社群會因為科學本身的不確定性而出

現內部意見分歧。但本個案發現，在面對科學社群外部對科學與科學家

的質疑時，氣象科學專家內部並未出現分歧意見，而是集體以不確定性

反駁非科學家的指責，如以棒球打擊率比喻雨量預測的低準確率為常

態，或以反咎責非科學家「理盲」來突顯預測的低準確率是常識。透過

這些試圖劃界的比喻或責難，劃分科學家（insiders，自己人）與非科學

家（outsiders，外人），進一步影響大眾對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的認

知。 

（三）小結 

本節分析發現，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期待氣象預報人員除了具有

氣象科學知識（ knowledge）之外，還應提供氣象科學專家意見

（expertise）。光具有氣象科學知識，不足以成為專家，唯有將知識用

以分析並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符合非科學家預期的建議

時，才是成功的公共專家，也才符合氣象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整

合性預測角色。但氣象局專家認為，地方知識與在地脈絡才是決策的依

據。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此點並未達成共識。 

非科學家期待科學家也要扮演不同領域語言轉譯的角色，將專業知

識轉譯為庶民知識，弭平兩種知識的落差。例如將專業數據轉化為以民

眾為中心（people centered）、民眾可以理解的生活決策指標，將氣象

資訊轉化為生活語言，提供民眾日常生活決策所需的氣象資訊（Daipha, 

2012），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在知識轉譯此認知上有所共識。 

在媒體呈現科學專家的回應策略上，媒體報導中的部份氣象局科學

專家試圖利用跨界（cross-boundary），來與非科學家溝通氣象預報存在

科學與科技上的不確定性。但也有氣象局專家或學者以非科學家相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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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專家的劃界方式，指責總統、監察院與媒體等非科學家「理盲」、

缺乏降雨預測準確率三成以及「雨量預測到達 1,100 毫米就應該要撤

離」的「常識」，規避上述非科學家對科學家的角色期待，認為上述非

科學家不應期待科學家提供決策建議，也無法接受上述非科學家所提出

的公共專家之內涵，阻斷了與上述非科學家溝通的可能性，無助於增強

科學專業提供服務社會的功能。 

伍、結語與討論 

本研究做為先探性研究，採取主題式分析法，以平面媒體為素材，

藉由分析媒體呈現非常態的災難性氣象預報「失準」爭議，理解氣象科

學與科學家在災難頻傳的現代社會中，如何被認知與期待。 

本研究認為媒體做為溝通平台，在呈現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對預報

「失準」的觀點時，同時扮演了功能性與建構性的角色，本節將就此進

一步討論。此外，本節也將從媒體所提供的內容，進一步討論媒體報導

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的觀點背後所隱含之科學與社會意涵，思考科學與

社會的複雜關係。 

一、媒體在報導氣象預報「失準」爭議上的功能性角色 

在科學與科技爭議頻傳的現代，媒體做為呈現爭議的平台，是各種

意見的交換區（Varughese, 2011），這是本研究認為媒體所扮演的功能

性角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媒體報導做為意見交換區，提供不同發言者對氣象預報的看

法。以本研究為例，我們發現非科學家並非同質的群體，其在理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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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上具有歧異性，有助於未來進行相關科學傳播時，更細緻地區

分傳播對象與傳播內容，以達到更有效的傳播效果。 

其次，媒體報導在颱風初期不過是藉由公眾輿論施壓政府部門，但

隨著媒體報導非科學家從不同角度以「認識上的不確定性」咎責氣象

局，以及科學專家先後以「認識上的不確定性」與「本體上的不確定

性」反駁咎責後，媒體陸續呈現出兩種氣象科學的不確定性。這有助於

提醒讀者，氣象預報除了有「知識上的不確定性」，尚有「本體上的不

確定性」，讓讀者有機會更周延地理解氣象預報的特性。 

第三，媒體報導呈現出科學家被期待／應扮演的角色。透過媒體呈

現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雙方對氣象科學家作為公共專家的認知觀點，有

助於釐清氣象科學家在提供氣象預報時能扮演、應扮演的角色。透過媒

體所呈現出的非科學家咎責、科學專家反駁，也有助於讀者理解現代科

學在各種領域相互影響的複雜性。 

二、媒體在報導氣象預報「失準」爭議上的建構性角色 

然而，媒體並非只扮演單純做為意見交換區的功能性角色，媒體也

賦予事件意義（Bennett, 1982），並影響讀者認知，這是本研究認為媒

體所扮演的建構性角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媒體以「譴責遊戲」（Knobloch-Westerwick & Taylor, 

2008）的報導方式為預報「失準」找出咎責對象，指責預報人員造成預

報「失準」，著重在氣象科學「認識上的不確定性」，並未出現非科學

家提及「本體上的不確定性」。這樣的呈現方式，一方面影響讀者對災

難事件的歸因，也影響讀者對被咎責者的角色認知；另一方面，也可能

將非科學家或公眾建構為對氣象科學不確定性缺乏完整理解，深化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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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缺乏足夠科學知識的刻板印象。 

其次，媒體以爭議的報導方式建構出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看似對立

的立場，由科學專家將非科學家標籤為「理盲」，這種呈現方式很可能

加深非科學家或公眾對科學的恐懼，挫折其參與科技與科學的意願。而

科學專家藉此劃出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之間的界線，在媒體上呈現出專

業傲慢的刻板印象，未來遇到類似的科學或科技爭議時，恐無助於非科

學家與科學專家進行有效溝通。 

第三，媒體報導可能誤導讀者對氣象預報播報方式的認知。在本個

案中，媒體報導非科學家希望氣象預報口語化，氣象局也表示正在進

行，雙方似乎達成共識，媒體如此的呈現方式很可能讓讀者誤以為口語

化就等於提高預報資訊的準確度，甚或誤導將來氣象預報的傳播方式，

不一定有助於非科學家根據氣象預報做決策或進行日常活動。 

三、媒體報導氣象預報「失準」爭議的科學與社會意涵 

氣象預報「失準」的爭議是媒體呈現後的「真實」，但媒體所呈現

的報導內容也反映當下部份的社會真實（Bennett, 1982）。因此，本研

究認為，氣象預報「失準」爭議的報導內容本身所隱含之科學與社會意

涵，也值得討論。 

本研究發現，媒體報導以執政者為首的非科學家率先質疑預報「失

準」，期待氣象局提供「絕對的預測」，指責增加電腦預測設備的投資

仍無法在第一次預測時就提出八八風災的最終降雨量，隱含了其認為氣

象預報是一種解謎的活動，透過標準化的科學預測方式與電腦設備，就

可以找出與實際結果相符的唯一標準答案。 

媒體報導中的科學專家似乎也將氣象預報當成是解謎活動，但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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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是否像一般常態科學，經實驗室不斷檢測後就可以在實際降雨前找

到標準答案嗎？從媒體報導中，我們看到科學專家雖然先以預測科技的

侷限（知識上的不確定性）反駁非科學家的指責，繼而將「失準」歸因

於自然現象的不可知（本體上的不確定性），惟在論述的過程中，還是

相信時間越逼近會有越正確的答案，顯示其相信預測還是有可能與實際

發生的結果相符。這種回應策略隱含著科學專家一方面相信科學的經驗

法則，另一方面又對預測過程中的偶發因素留有餘地，模糊了氣象科學

在本體上與認識上的不確定性。 

由上所述，媒體報導中的非科學家與科學專家，似乎都相信預測有

可能與發生的結果相符，但為什麼預測與實際發生的狀況不符時，非科

學家會認為預報「失準」，科學專家則反駁預報「失準」，而成為媒體

報導的爭議性議題呢？從本個案所呈現的媒體報導內容觀之，對非科學

家中的執政者或依賴預報為生活下決策的公眾而言，預期與結果不相

符，可能造成人身損失的嚴重後果，於是就成為公眾認為的「失準」，

社會或政治上需要有人替災難的發生負起責任，負責進行預測並詮釋資

料的科學家便成為被咎責的對象。但是，科學家的工作是不斷預測、找

出結果，是為了找出更好的結果而進行預測，所以，當預測與發生的結

果不相符，對科學家而言，不是「失準」，是科學不確定性的常態。對

科學領域而言，「失準」是政策或政治議題，不是科學議題，對科學家

來說，「失準」的重要性，在於權威與能力受到質疑，而非「失準」現

象本身。而對媒體而言，在科學與科技爭議頻傳且災難不斷的現代社會

中，預報「失準」爭議，是因首先提出咎責的政策制定者與爭議本身具

有新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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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媒體報導非科學家期待氣象科學家扮演公共專家的科學與

社會意涵 

從研究發現與分析中看到，媒體呈現出非科學家期待氣象科學家是

公共專家。接著，我們要問，氣象科學家一直都被公眾期待是公共專家

嗎？媒體報導中的氣象局員工曾經自嘲，「只有颱風來的時候，我們的

氣象預報才有人看」（朱立群、曾薏蘋，2009 年 10 月 9 日）。過去的

研究也指出，民眾通常將氣象預報當作魔術師發表預言，很多媒體也常

把氣象預報放在星座預測旁，顯示民眾與媒體平時並沒嚴肅看待氣象預

報，也不盡然將氣象科學家視為提供決策與進行公共傳播的公共專家

（Raimondi, 2009）。 

那麼，在八八風災的媒體報導中，氣象科學家為什麼被期待成為公

共專家？沒有災難發生時，公眾也期待氣象科學家是公共專家嗎？從本

個案所呈現的媒體報導內容觀之，當公眾對身處的自然環境感到不確

定，這不確定性又不時造成嚴重人員傷亡時，公眾希望有人解決不確定

性以協助下決策，便轉而期待氣象科學家扮演公共專家的角色。所以，

在公眾的期待中，平時氣象科學家是在實驗室進行研究的專家，風險來

臨時，氣象科學家則被期待要將實驗室中的科學知識轉譯為庶民知識、

提供決策，成為公共專家。 

於是，再回到氣象科學知識的本質，以及氣象科學家如何扮演公共

傳播者傳遞氣象知識的問題上。報導中的非科學家希望氣象預報要口語

化、大眾化，將不確定的氣象科學知識轉譯為民眾可以理解的資訊，但

電視氣象主播的口語化報導方式又被批評是過於生動的演出（Grenci, 

2005）。因此，大眾化、口語化就能較為忠實地傳遞氣象科學知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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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專家說全世界只有台灣以「定量」方式預估未來會下多少毫米的

雨量（李承宇，2009 年 9 月 14 日），科學專家也試圖將不確定的知識

以確定的方式提供給公眾，但氣象科學知識適合以確定的方式來轉譯

嗎？如果採取機率性預報呢？雖然目前傾向發展機率性預報，但機率發

生的條件該如何告知公眾？訊息接收者是否理解或然率代表的意思

（Gigerenzer, Hertwig, van den Broek, Fasolo & Katsikopoulos, 2005）？

本個案中的非科學家也指出預報人員使用機率預報時的科學傳播問題。

這些都是本研究對氣象科學家被期待扮演公共專家的延伸思考。 

受限於論文結構與篇幅，本節所提出的議題雖無法在文中皆有完善

深入的回覆，但研究者認為，透過本文呈現出諸多與科學知識建構及科

學傳播相關的討論，是未來相關研究更進一步發展、闡釋的重要基石。

研究者也將在最後一節說明本研究的限制，並就相關議題的未來發展提

出建議。 

陸、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限制在於，以媒體報導重大災難事件後的預報「失準」爭

議為研究個案，無法同時說明每天日常生活的氣象預報「失準」之歸

因，僅能突顯氣象預報在傳播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恐難直接推論到

一般氣象預報模式。 

再者，因為重大災難影響廣泛，政府決策者成為媒體報導中的主要

發言者，這些主要的發言者比民眾可能有較多的背景知識，能意識到更

多氣象科學知識在傳播時所遇到的問題，本研究雖然已收集 5 份平面媒

體的各式相關報導，但研究發現仍無法概論到所有常民或非科學家。因

此，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根據氣象預報使用者的多元身份，分析其在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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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天氣預報「失準」時的歸因狀況。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的選擇

上，未來也可以問卷方式調查民眾對氣象預報不確定性的接受程度與接

受方式（Joslyn & Savelli, 2010; Morss, Demuth & Lazo, 2008）。 

除此，本研究的發現也有助於未來研究者進一步調查民眾偏好何種

氣象預報方式。Morss 等人（2008）建議，應該增加傳播科學的不確定

性，如在預報降雨量時，提供民眾雨量變化（variability）以及不確定

性。台灣正發展以「機率預報」取代現行的「決定性預報」，2 如除告

訴民眾預測的降雨量，也提供該降雨量的機率。因此，未來可累積相關

研究結果，以理解公眾如何認知氣象科學不確定性，增進公眾的氣象素

養，降低災難嚴重性，並可將台灣民眾對氣象預報的認知與其他國家進

行比較分析，有助於從更多元的面向（如不同文化）理解氣象預報與媒

體角色在不同社會的意義。 

最後，公眾與科學專家之間對氣象科學與科學家的認知差距，可能

發生在以下任何一種傳播過程：氣象預報專家未有效傳遞預報消息給大

眾媒體；大眾媒體未有效將氣象預報資訊傳遞給公眾；公眾不具有相關

的氣象科學素養而無法理解預報資訊；以及前三種情況交互出現。本文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訪談氣象預報專家與氣象記者或主播，理解氣象預

報專家如何傳達不確定性；氣象記者或主播如何根據科學家所提供的資

訊，處理並播報這些經過媒介化的專業知識（mediated expertise; 

Meister, 2001），尤其是如何處理或建構氣象科學不確定性與氣象科學

的未知（ignorance; Stocking, 1999）；民眾又如何解讀並應用這些資

訊。透過上述研究，進一步找出科學語言轉換成新聞語言與生活語言的

過程，釐清傳播過程中造成差距之因，將更有助於增進氣象預測的有效

傳播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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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研究者先在《聯合新聞網》資料庫鍵入「颱風」、「氣象局」、「誤報」、

「失準」關鍵字，搜尋到 1952 年的貝絲颱風、1963 年的葛樂禮颱風、1983 年

的愛倫颱風發生後，氣象局被指責預報失準的新聞事件，不過這幾個事件只有

零星幾則報導量，報導則數明顯少於八八風災。 

2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表示，正在研發以「機率預報」取代現

行「決定性預報」方式。例如現行「台北市平地累積雨量預計可達 250 毫米」

的明確告知降下雨量的降雨預報，將改成「累積雨量到達 250 毫米的機率有

80%」的預報方式（李柏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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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how non-scientist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consider meteorology and the rol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tists by investigating newspaper articles regarding the ‘wrong forecast’ 

in the 2009 Typhoon Morak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s reports 

demarcate actors in the debate as non-scientist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with 

the policy-makers in the former group, and the meteorologists and professors 

in the latter. This research also found that the way media represents pinpoints 

the shortcomings in weather forecast on the one hand, and constructs the 

understanding of meteorology, meteorologists as well as non-scientists for 

the readers on the other. These findings led us to rethink the role media plays 

in weather forecast, and readers’ (including the aforementioned non-

scientist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expectations to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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